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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与“能动性”：
人类学与社会学中的百年争论

陈学金

（中国人民大学，北京　１００８７２）

摘　要：“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关系，在人类学、社会学领域中主要有三种主张：一是整体取向的突
出“结构”的观点；二是个体取向的强调“能动性”的观点；三是试图突破主、客二元对立的“中间路线”的观点。

“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争论源于不同研究者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等方面的差异与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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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构”（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与“能动性”（ａｇｅｎｃｙ）是一
对描述人类行动的概念和理论范畴，它们一直是
人类学、社会学研究中争论的焦点论题之一。
“结构”通常指独立于个体并能影响或制约个体
的各种外部环境因素，比如社会阶层、宗教信仰、

性别、种族、文化观念等。“能动性”一般指个体
所拥有的独立自主选择和展开行动的能力。

一、整体取向的“结构”观点

　　“结构”一词的英文“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源于拉丁词
“ｓｔｒｕｅｒｅ”，原 本 是 “建 造 ”的 意 思，因 此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作为一个名词，既有“行动或过程”含
义，又有“结果或者后果”的内涵。最初，结构一
词应用于建筑学和几何学领域，后来扩展到工程
学、生物学、地质学以及社会科学中。［１］１０－１６

作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之一的马克思

（Ｋａｒｌ　Ｍａｒｘ，１８１８－１８８３）没有直接讨论“结构”

与“能动性”的问题，但从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到涉
及二者关系的一些论述。譬如，在１８５２年发表
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马克思写
道：“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
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
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
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一切已死的先辈们的传统，

像梦魇一样纠缠着活人的头脑”。［２］马克思很早
就意识到人具有改变历史的创造性，同时又被历
史和现实的条件所限制的局限性。但是，马克思
的理论具有整体的、立体结构主义的特点，马克
思的理论目标是人类的解放事业，因而他更加关
注社会系统的矛盾和再生产等问题。

斯宾塞（Ｈｅｒｂｅｒｔ　Ｓｐｅｎｃｅｒ，１８２０－１９０３）继承
了前人舍夫勒（Ａ．Ｅ．Ｓｃｈａｆｆｌｅ，１８３１－１９０３）和孔
德（Ａｕｇｕｓｔｅ　Ｃｏｍｔｅ，１７９８－１８５７）的观点，系统地
比较了“社会”和“生物有机体”，“社会有机体”有



类似于生物有机体的特征，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
之间关系具有稳定性，语言作为一个纽带或信息
通道，使得社会有机体成为可能。

在斯宾塞社会有机论的影响下，涂尔干（Ｅ－
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８５８－１９１７）认为社会就其实质
来说是一种整体，其个体的相互结合和相互作用
的性质不能简单用个体加以解释和理解，社会现
象不同于心理现象，社会现象的成因只能从社会
事实中来寻找。社会高于个人，社会事实无法用
生理学、个体心理学以及其他研究个体的方法来
解释，而必须用社会学的方法、观点解释。他认
为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就是“社会事实”，他认为，

社会事实是人们行动、思考和感受的方式，它独
立于个体的意识而具有客观实在性，能支配人的
行为，并具有强制性。在《原始分类》中，涂尔干
与莫斯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思维的结构反映了社
会关系的物质结构。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

中，涂尔干认为，符号化的宗教仪式及其观念不
仅表达对超自然力量的崇拜，也是对组成人们日
常生活的社会和结构的崇拜。因此，在涂尔干那
里，个体的认知、信仰与社会结构紧密联系。涂
尔干创造了四种基本机制解决社会的整合问题：
（１）文化机制（集体意识、集体表象）；（２）结构机
制（结构的互相依赖和亚群体的形成）；（３）人际
机制（仪式）；（４）认知机制（分类、符号化的方
式）。［３］４３１

人类学在学科建立之初，就对婚姻、家庭、亲
属关系制度等“结构”的内容进行了研究。现代
人类学重要奠基人马林诺夫斯基（Ｂ．Ｍａｌｉｎｏｗｓ－
ｋｉ，１８８４－１９４２）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所描绘
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库拉圈”（Ｋｕｌａ　ｒｉｎｇ）是
一种根据风俗信仰而进行的延迟性交换结构。

后来马林诺夫斯基构建了基于个人需要基础之

上的功能主义理论。他认为人的基本需求导致
了文化的回应，这些文化回应包括营养补给、亲
属关系、居所、保护、活动、训练、卫生等，文化的
基本 功 能 是 满 足 人 们 的 生 理、心 理 和 社 会
需要。［４］

与马林诺夫斯基不同，结构－功能主义取向
的拉德克利夫－布朗（Ａｌｆｒｅｄ　Ｒ．Ｒａｄｃｌｉｆｆｅ－
Ｂｒｏｗｎ，１８８１－１９５５）认为所有的社会现象都是与

社会结构的存在相联系的产物，因此把社会行为
的产生归因于人类的主观动机的心理学解释是

没有意义的。他主张根据生成社会秩序的机制
和社会制度的功能来解释社会各种现象的存在。

布朗认为，社会结构就是“社会关系网络的绵
延”，“任何一种关系都涉及到一个人们互动时的
行为受到各种规范、规则、或范式制约的过程”，

接下来他又把社会结构定义成一种“在制度控制
下或在已确定的关系中所做的人事安排”。［５］在
他那里，结构、过程和社会功能是紧密连接在一
起的：社会过程与社会结构相互依存，功能反映
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之间的相互联系。

埃德蒙·罗纳德·利奇（Ｅｄｍｕｎｄ　Ｒｏｎａｌｄ
Ｌｅａｃｈ，１９１０－１９８３）通过建构“钟摆模式”提出了
“动态平衡”理论向当时流行的结构－功能主义
的静态平衡理论提出了挑战。在《缅甸高地的政
治制度》中，他认为导致缅甸卡钦山地克钦人的
政治制度在贡老和贡萨之间摇摆的原因固然与

该社会相互矛盾的制度或结构有关，但离开了争
权夺利的个体，这些制度和结构的矛盾也就无从
谈起。

而在 列 维 － 斯 特 劳 斯 （Ｃｌａｕｄｅ　Ｌéｖｉ－
Ｓｔｒａｕｓｓ，１９０８－２００９）的结构主义理论中，一个模
型只有满足四个条件才能称之为“结构”：（ｌ）这种
结构应表现出一种系统的特征，任何一个组成部
分变化都会引起其他成分也发生变化；（２）任何
一个模型都隶属于一组变化，其中每一种变化都
对应于同类模型内的一个模型，以致所有这些变
化加起来便构成一组模型；（３）上述特质使我们
能够预见，当模型的某一成分被更改的时候，该
模型会如何反应；（４）构拟一个模型应当使其运
行能够解释全部被观察到的事实。［６］在列维－斯
特劳斯那里，结构分为两种：有意识的表层结构
和无意识的深层结构。隐藏在实际社会关系背
后的深层结构，它不能直接被观察到，只有通过
文化人类学家的努力才能认识。列维－斯特劳
斯的结构人类学实质是想探索支配人类社会生

活的普遍原理，揭示人类心灵的基础结构。

以格拉克曼（Ｍａｘ　Ｇｌｕｃｋｍａｎ，１９１０－１９７５）

为首的曼彻斯特学派（Ｍａｎｃｈｅｓｔ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一反
结构功能主义的社会结构观，认为矛盾和冲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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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常态，社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且正是
由于分裂和冲突而绵延不绝。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之
后，象征人类学研究符号、仪式、象征意义与社会
结构之间的关系。玛丽·道格拉斯（Ｍａｒｙ　Ｄｏｕｇ－
ｌａｓ），维克多·特纳（Ｖｉｃｔｏｒ　Ｔｕｒｎｅｒ）和克利福德
·格尔兹（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是重要的代表人物。

维克多·特纳（Ｖｉｃｔｏｒ　Ｔｕｒｎｅｒ，１９２０－１９８３）继承
了范·盖纳普（Ｖａｎ　Ｇｅｎｎｅｐ）对“通过仪式”的研
究与分析，他将“阈限”期从不同社会状态之间的
过渡阶段发展成为一个持续存在的社会状态，他
注意到个体具有反结构性、创造性或某种改良意
识，他们的目的是“占据有利位置批判和改变社
会结构”。［７］道格拉斯深受涂尔干和列维－斯特
劳斯的影响，主要探讨了社会组织、结构与认知
方式之间的关系，她认为人类的信仰、宗教、仪式
与社会秩序紧密相连，“任何文化都是一系列相
关的结构，……特定的文化主题有调控身体的仪
式表达。……仪式演示的是社会关系的形式。

通过直观地表现这些关系，它能使人们认识自身
所处的社会。通过物质性的身体这个象征性的
媒介，仪式作用于政治实体”。［８］在道格拉斯那
里，精神力量能否发生作用受着社会结构的影响
和规约。

关于整体主义取向的“结构”理论不胜枚举。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结构的思想从宏
观向微观、从整体到局部、从有形到抽象的发展
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类学、社会学学科发
展成熟的表现。杰西·洛佩兹（Ｊｏｓｅ　Ｌｏｐｅｚ）和约
翰·斯科特（Ｊｏｈｎ　Ｓｃｏｔｔ）认为，社会结构包括制
度的、关系的和具象的层面。［１］４－６在制度结构（ｉｎ－
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的观念下，社会结构被看作
是“由那些定义人们行为期望的文化或规范模式
所构成，行动者能把握彼此的行为并且组织起来
相互之间的持久关系”；在关系结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的观念下，社会结构被看作是“由社会
关系自身所组成，也就是被理解为行动者和他们
的行动之间的因果联系和相互独立性以及他们

所占据位置的模式”。这两种社会结构观念代表
了“结构”与“能动者”的两种偏向，前者突出社会
结构的重要性，把个体行动者置于次要的或从属
的地位，而后者则正好相反。具象结构（ｅｍｂｏｄ－

ｉｅｄ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是一种晚近的观念，并深受布迪厄
思想的影响，它是指“铭刻于人类身体和思想中
的习惯和技能中发现的，这些习惯和技能就能使
人们生产、再生产和改变制度结构和关系结构成
为可能”。具象结构已经具有某种调和主客观的
特色，这种思想将在下文中得到阐明。

二、个体取向的“能动性”观点

　　“能动性”是“行动者”表现出的一种创造性
的能力，无论这种能力是先天遗传的，还是后天
文化习得的。在自然界，无机物、有机生命体被
普遍认为具有应激和反应的能力。古希腊德谟
克利特的原子自动说，是对一切物体具有能动性
的最早猜测。１７世纪，英国哲学家培根真正从哲
学上提出人的能动性问题。［９］德国哲学家康德之
《纯粹理性批判》试图解决“我能知道什么”这一
难题，他发现人类思维具有一种先天的能动的综
合作用。康德从“自我意识”的角度阐述了人类
认知的可能性与限制，可以认为从认识论角度论
述人的能动性。

“行动者”这一概念不同于“行为者”。在马
克斯·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１８６４－１９２０）那里，“行
动”不同于“行为”，它建立在理性选择的基础上，

包含着意识、思考、倾向，目标、价值等元素。偏
向于阐述个体能动性的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

了人文主义的影响。马克斯·韦伯深受狄尔泰
（Ｗｉｌｈｅｌｍ　Ｄｉｌｔｈｅｙ，１８３３－１９１１）生命哲学、新康
德主义者李凯尔特的影响，他认为要对社会进行
解释性的理解，并创建“理解的社会学”。齐美尔
（Ｇｅｏｒｇ　Ｓｉｍｍｅｌ，１８５８－１９１８）曾经分析过微观的
社会互动形式。

詹姆斯（Ｗｉｌｌｉａｍ　Ｊａｍｅｓ，１８４２—１９１０）为社会
科学研究“能动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发现
人类具有将自身当作客体的能力，即“自我能
力”，“自我”可以分为“物质自我”、“社会自我”、
“精神自我”。库利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ｏｒｔｏｎ　Ｃｏｏｌｅｙ，

１８６４—１９２９）发展了自我的概念，他认为自我是
个体在社会环境中与他人互动产生的“镜像”，即
他所说的“镜中我”（ｔｈｅ　ｌｏｏｋｉｎｇ　ｇｌａｓｓ　ｓｅｌｆ）的概
念。深受行为主义、实用主义和达尔文主义影响
的米德（Ｇｅｏｒｇｅ　Ｈｅｒｂｅｒｔ　Ｍｅａｄ，１８６３－１９３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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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心智能运用符号来表示环境中的客体，并能
进行“想象性预演”（ｉｍａｇｉｎａｔｉｖｅ　ｒｅｈｅａｒｓａｌ），选择
对自由有利的行动方案。在符号互动主义（Ｓｙｍ－
ｂｏ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ｉｓｍ）看来，人类可以利用符号进
行交往、互动和角色领会，社会就是这种相对稳
定的互动模式的总和。

２０世纪中期以后，人类学、社会学更加强调
能动性，将人看作具有理性选择能力的“能动
者”，而社会就是通过人们所做的各种利益选择
和决定来生成和维系的。角色理论的代表人物
拉尔夫·特纳（Ｒａｌｐｈ　Ｈ．Ｔｕｒｎｅｒ）严厉批评他称
之为“结构的角色理论”的观点，他认为，社会情
境下的个体互动实质上是角色扮演、角色领会和
角色建构的过程，个体在互动中会通过做出一定
的姿态和暗示（包括话语、身体姿势、嗓音的抑扬
顿挫、服装、面部表情、以及其他身体语言）以利
于合作。［３］３６３戈夫曼（Ｅｒｖｉｎｇ　Ｇｏｆｆｍａｎ，１９２２－
１９８２）的剧场理论是通过对一系列舞台表演概念
的解释而展开的。戈夫曼将整个社会看作是一
个舞台，日常生活中的人与人的交往互动都是一
种表演。个体会在行动前做各种排演，在正式的
“台前”也会根据场景变换和突发事件改换“剧
本”。在戈夫曼看来，个体能够操作剧本、舞台、

并利用各种道具以达到其自己的目的。

人类学家弗雷德里克·巴特（Ｆｒｅｄｒｉｋ　Ｂａｒｔｈ）

提倡行动或交易理论，认为制度和习俗是不能直
接观察的，只有通过观察人们的行为才能发现它
的存在。他认为，行为的习俗模式更应该被视为
人们在特定环境中作出的对时间和资源的安排

的策略性决定的结果。社会结构只是一种“附带
现象”，是人们的策略在无意识下产生的副
产品。［１０］

解释主义人类学家格尔兹（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

１９２６－２００６）认为文化“是指从历史沿袭下来的
体现于象征符号中的意义模式，是由各种象征符
号体系表达的传承概念体系，人们以此达到沟
通、延存和发展他们对生活的知识和态度”。［１１］格
尔兹考察象征符号的目的在于寻找符号是如何

塑造行动者的看待和思考这个世界，并通过深描
的方法探索其意义并加以解释。在对巴厘岛斗
鸡的描述中，格尔兹揭示出斗鸡过程实质上是巴

厘岛人情感爆发和地位争夺的一种表现，在羽
毛、血、金钱、人群的社会展演中蕴含着个体感性
和理性的人性本质以及意义追求。

三、寻找“中间路线”的理论

　　对于以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主要
考察对象的人类学、社会学来说，如何克服主观
主义，使从“个人”立场出发的社会学研究也能将
“社会”列入其考察范围，反之，如何摆脱客观主
义的束缚，使从“社会”出发的社会学研究也能够
将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作为其研究对象，始终是一
个亟待解决的难题。在众多对“结构”与“能动
性”的折中的研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伯
格与卢克曼在的现实的社会建构观点（１９６６）、萨
林斯提出的象征／文化理性观点（１９７６）、布迪厄
的实践与惯习理论（１９７７），帕森斯的社会行动与
模式变化理论（１９７７），以及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１９８４）。

（一）伯格与卢克曼的社会建构理论
伯格（Ｐｅｔｅｒ　Ｌ．Ｂｅｒｇｅｒ，１９２９－）与卢克曼

（Ｔ．Ｌｕｃｋｍａｎｎ，１９２７－）的思想承继了舒茨（Ａｌ－
ｆｒｅｄ　Ｓｃｈｕｔｚ）的思路。作为现象学社会学的创始
人，舒茨的研究主要关注日常生活世界的常识世
界的结构。在他看来，生活世界是按照人们的常
识意义被加以理解和建构的，而常识起源于人的
社会性。伯格和卢克曼在《现实的社会构建》
（１９６６）中强调所有的知识都是在社会互动中产
生的，对现实中的常识进行知识社会学分析可以
加深理解社会实在的构建过程。他们所理解的
社会既是涂尔干意义上的客观社会事实，也包含
韦伯所论述的主观意义，他们的知识社会学的使
命就是对现实的社会构建进行双重分析，以揭示
在日常生活中“人是他们自己积极主动创造的社
会的产物”的常识性道理。伯格和卢克曼通过
“外化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客观化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ａ－
ｔｉｏｎ）———内化（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这一持续的辩证
过程来分析社会实体的构建。首先，个体的思想
和行为是通过“制度化”和“合法化”的活动实现
外化和客观化，“现实”因而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
实体，然后通过行动者的社会化而实现的知识的
内化，即客观化的知识进入个人意识的过程。［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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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萨林斯的象征／文化理性
萨林斯（Ｍａｒｓｈａｌｌ　Ｓａｈｌｉｎｓ，１９３０－）在其１９７６

年所著的《文化与实践理性》中指出，关于实践理
性和象征理性（意义理性）的辩论，是现代社会思
想的关键问题。萨林斯之所以坚持象征理性，他
实际上是在挑战人类社会２５００年来关于精神／

物质、主体／客体之间的根深蒂固的对立观念，他
希望在人类关于主体感知的问题上，能够有一种
历史的眼光，确立文化在主体／客体、精神／物质
之间的关系中所起到的中介作用，这种中介作用
是根据意义的社会逻辑来实现的。同时，他也在
挑战人类学理论中关于文化是一种功利，而且是
拜物教化了的功利，他实际上是在挑战马林诺夫
斯基以来的文化功能论，那种理论认为文化仅仅
是为了满足人类的某种物质或者欲望的需要而

产生的。［１３］如果把文化理解成一种无形的规约，

是某种隐藏的社会结构，那么文化则是意在一定
程度上限制着人们的能动性的发挥，并决定着人
们“实践理性”的方向。

（三）布迪厄的惯习与实践理论
皮埃尔·布迪厄（Ｐｉｅｒｒｅ　Ｂｏｕｒｄｉｅｕ，１９３０－

２００２）的《实践理论大纲》（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ａ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整合了各种对立的文化理论，形成了更
为融通的社会模型架构。按照布迪厄的讲法，
“惯习”（ｈａｂｉｔｕｓ）概念和实践理论意在摆脱客观
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思路。因为“客观主义把行动
理解为‘没有行动者’的机械反应，而主观主义则
把行动描绘成某种良知自觉之心，通过理性的盘
算，自由地筹划着如何确定自己的目标，是自己
的效用最大化”。除了克服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
的对立，惯习观还要克服实证主义唯物论与唯智
主义唯心论之间的对立。“与实证主义唯物论不
同，我们在理论上把实践作为实践来看待，认为
知识的对象是被建构出来的，而不是被消极被动
地复制下来的；与唯智主义唯心论不同，惯习观
提请我们注意，这种建构的原则存在于社会建构
的性情倾向系统里，这些性情倾向在实践中获
得，又持续不断地旨在发挥各种实践作用；不断
地被结构形塑而成，又不断地处在结构生成过程
之中”。［１４］１６３－１６５“惯习”（ｈａｂｉｔｕｓ）是深刻地存在于
性情倾向系统中的，作为一种技艺存在的生成性

的能力，是完完全全从实践操持的意义上讲的，

尤其是把它看作某种创造性艺术。［１４］１６５

布迪厄认为，“惯习”是主体实践性地认识社
会的一种认知结构，而实践（社会行动或称惯习
行动）则由结构和惯习这两大部分组成。也就是
说，结构通常都是通过惯习间接地支配着社会行
动，而且惯习反过来又对结构的形成起到一定的
制约作用，对结构的再生产做出贡献。惯习的形
成即是社会结构的内化与主观化的过程，社会结
构的再生产则是以惯习为中介的。

（四）帕森斯的社会行动与模式理论
美国的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Ｔａｌｃｏｔｔ

Ｐａｒｓｏｎｓ，１９０２－１９７９）深受帕累托、涂尔干和韦
伯的影响。虽然他被认为是一个结构功能主义
者，但是其理论复杂得多。帕森斯的唯意志论行
动的单位帕森斯理论中的行动单元是由行动者、

目标、规范和情境条件所组成。［３］３８每一个微观社
会行动均可以分解为这四个要素，因此帕森斯的
行动单元理论可以看做其从微观角度综合社会

和文化“结构”与个体“能动性”的尝试的结果。

新模型的意义在于以最有效的和可能的方式综

合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传统。帕森斯认为，

社会系统是一种行动者互动过程的系统，行动者
之间的关系结构就是社会系统的一种基本结构。

帕森斯在后期提出的“交换模型”，被后人命名为

ＡＧＩＬ模型，被认为是其向宏观理论发展的典范。
（五）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为了克服主客观的对立，吉登斯（Ａｎｔｈｏｎｙ

Ｇｉｄｄｅｎｓ，１９３８－）提出了以结构与主体的相互关
系为认识对象的“结构化理论”。在吉登斯看来，

社会科学的主要领域既不是个体行动者的经验，

也不是任何形式的社会总体的存在，而是在时空
向度上的得到有序安排的各种社会实践。［１５］６１吉
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有一个主要立场，即认为“以
社会行动的生产和再产生为根基的规则和资源

同时 也 是 系 统 再 生 产 的 媒 介 （即 结 构 二 重
性）”。［１５］８１－８２在结构二重性观点看来，社会系统
的结构性特征对于他们反复组织起来的实践来

说，既是后者的中介，又是它的结果。［１５］８９构成结
构二重性的关键要素是行动与结构，结构二重性
表现为：结构既是行动的后果，又是行动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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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与行动相互依存。结构不仅对行动造成制
约，而且是行动得以展开的媒介。结构的存在依
赖于行动者本身，并且通过行动者的行动而得到
绵延和再生产。

上述五种理论都选择某种“中介”（伯格和卢
克曼的“常识的构建”，萨林斯的“文化理性”、布
迪厄的“惯习”，帕森斯的“行动单元”，吉登斯的
“结构二重性”）试图改变主、客的二元对立的局
面，把“结构”与“能动性”整合在一起。如果说，

社会科学的理论都从有限的社会现实抽象、化约
而来，那么当它们重新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时肯
定会表现出各种狭隘性。任何一种社会理论都
不是十全十美的，它们只能从各个侧面丰富人们
对人与社会的理解。

人们通常把“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争论
归结为不同研究者方法论上的不同，实质上也是
本体论、认识论上的不同。关于“结构”的理论和
思想与唯实论、有机论、整体主义、客观主义等相
关，而“能动性”（ａｇｅｎｃｙ）与唯名论、机械论、心理
主义、个体主义、还原论等相关。前者多认为社
会是一个不可还原的整体，较多采用宏观的分析
方法，后者则认为个体才是可以认知的对象，而
较多采用微观的研究方法。具有整体主义特点
的结构主义和功能主义都强调社会整体相对个

人所具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具有人文主义的
解释学传统里，个体的意义、价值、行动则被
凸显。

“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
中”。［１６］卢梭的这句名言揭露了个体存在于世界
的困境。由于“结构”与“能动性”这对范畴关系
着个人的发展、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可能性及路径
选择等重要问题，因此在近年来受到国内人类
学、社会学界越来愈多的关注与讨论。从现实的
情况看，研究者更加关注个人和组织如何能够突
破社会结构的诸多限制谋求最大限度的发展，社
会如何突破已经形成的结构体系进行改良。“尽
管我们现在很清楚地认识到，不存在、也不可能
存在什么确定的未来，然而对未来的意象却会影
响到人类目前的行动方式”。［１７］笔者希望系统梳

理国外人类学、社会学关于“结构”与“能动性”的
种种理论视角，能加深人们对社会结构与个人发
展复杂性的理解，从而为个人发展与社会改革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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